
一、 问题的提出

自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产业结构演化理论以来， 它就成为人们理解地区间经济水

平差异以及发展阶段的理论工具。 随后， 库兹涅茨和钱纳里进一步研究了与不同收入水平相对应的产业

结构特征以及产业结构伴随着收入水平上升而由农业转向工业再到服务业的客观规律。[1] [2] 为了便于分析，

我们把这种连续性转换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次转换是从农业转向工业部门， 第二次转换是从工业部门转

向服务业。 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历史与实践来看， 第一次转换大约是从1820 年以英国为代表的少

数国家工业革命率先开始的， 这被麦迪森称为现代经济的开端。 [3] 随后， 欧洲大陆、 北美以及大洋洲等

国家与地区陆续地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刘易斯模型对这次转换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 他认

为， 一个地区存在着传统的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二元结构， 由于传统部门的工资水平低于现代部

门， 因而劳动力会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流动， 直到传统部门的工资水平与现代部门相一致为止。 [4] 这

种统一的工资水平意味着二元结构实现了向一元经济的转换。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完成了战后恢复性发展的基础上相继发生了第二次转换，

2013 年第 10 期

城市地价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 *

王 珺 万 陆 杨本建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 （12AZD0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 “产业转移的 ‘嵌入性’ 约束研究” （13CSH067） 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转型时期城市效率与产业结构
调整研究” （71273284） 的阶段性成果， 并受到中山大学 985 工程 （三期） 的资助。

作者简介 王珺，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万陆，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
究人员、 博士 （广东 广州， 510610）； 杨本建， 中山大学广东决策科学研究院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广东 广
州， 510275）。

[摘 要] 维系经济持续增长要求产业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 经典增长理论从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变化两

个角度解释了产业结构调整是如何发生的， 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考虑空间因素的影响。 城市是现代经济活动

最重要的空间形式， 相比于传统工业部门， 城市经济所产生的外部性往往更有利于新兴产业部门和服务业部

门的发展， 并通过土地价格上升对传统工业部门形成挤出效应， 使得城市产业结构不断处于动态调整状态。

运用中国 49 个城市 2000—2009 年的数据实证表明， 城市地价上升显著地推动城市经济结构从第二产业向第

三产业调整。 由于中国地方政府习惯通过扭曲土地价格来进行区域竞争， 本研究意味着现有的土地定价机制

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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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先从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发达经济体开始， 随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水平逐步提高

后， 也相继发生了类似的转换。 对于我国来说， 经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取向的工业化发展， 许多沿

海城市以及相对较发达地区也陆续开始了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的第二次转换过程。 为什么在城市范围内会

发生第二次转换？ 换句话说， 第二次转换的内在机理是什么？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 关于结构转换的经济理论主要涉及刘易斯模型与长期增长模型。 长期增长模型

中没有关注到结构转换中的空间因素影响。 刘易斯模型虽然区分了城市和乡村， 但并没有对空间影响进

行真正的讨论。 我们认为， 刘易斯模型对第一次转换的解释是适用的， 但用于第二次转换就变得不适用

了。 因为第二次转换不同于第一次转换， 这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第二次转换是在同一个空间， 即城市

范围内发生的， 而不是诸如劳动力等要素从一个空间流向另一个空间， 即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来形成产

业结构变动的过程。 这表明， 第一次转换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 经济发展的空间重心也会发生转

变， 第二次转换则是在空间结构不变下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动。 二是城市内劳动力是可流动的， 这会使行

业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趋于缩小， [5] 这样， 就不能把发展初期的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工资水平差距

作为第二次转换的前提 （这里暂不考虑我国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劳动力市场差异）。 因此， 基于两个部门

劳动力成本差异的研究视角不适合城市范围内发生的第二次转换。 既然如此， 这就需要换一个视角来讨

论第二次转换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发现， 城市地价的变动是更适合第二次转换的研究路径， 这就涉及了

城市经济学。 在城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 经济距离对资源流动， 进而对城市布局以及城市规模的影响

成为了研究的主要内容。 [6] [7] [8] 其核心在于找出基于外部性吸引资源流入的向心力与资源流入后引起成本

上涨的离心力之间的均衡点。 这个均衡点决定着城市的最佳规模。 如果这个均衡点发生变化， 那么城市

规模就应进行相应的调整。 然而就现实经济来说， 这两种力量互动的均衡点是经常变动的， 但城市规模

并不会因此而经常调整。 所以城市经济学把这个均衡点的变化仅仅与城市规模联系起来， 而没有考虑在

城市规模一定下这个均衡点的变动也可以与产业结构变动联系起来的情况。 虽然城市经济学也提出了根

据级差地租配置不同产业的布局思想， [9] [10] 但其没有讨论在城市规模一定下基于两种力量的均衡点变动

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动态问题。 因此， 这个理论体系的已有研究也不完全适用于第二次转换的实际。

我们认为， 由于城市存在着基于学习、 共享和匹配等方面的外部性收益， 这会引起人口和劳动力等

资源大量地流入； 这种资源的流动使地区间工资差异缩小的同时， 土地差价却有所拉大了。 由于城市中

工业与服务业对高地价的反应不同， 比如说， 工业部门基于标准化与规模化的生产流程而对城市外部性

收益的需求往往少于服务业， 对土地规模的依赖性又大于服务业， 因此， 工业部门在城市中获得的外部

性收益往往不能弥补地价的上涨而率先外迁， 而劳动力等资源并不能完全随着这种工业部门的外迁而流

出， 这就引起了城市中的第二次转换。 基于这种分析， 我们提出了在城市规模一定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

与基于两种力量形成的均衡点变动相适应与匹配的观点。 如果城市产业结构不能与这个均衡点变化相适

应， 比如说， 新兴产业的资源进不来， 传统产业的资源出不去， 那么， 城市活力就会受到影响。 由于这

个均衡点可集中地反映到土地价格上， 为了便于分析， 本文用土地价格替代这个均衡点， 这样， 我们提

出的观点就变成了基于城市规模一定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地价上涨之间相适应与匹配。 提出这个观点的理

论意义在于， 它比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更接近现实。 因为城市地价是经常变动的， 而城市规模是相对

稳定的， 并不会因为地价的经常变动而发生改变， 但如果一个城市经济体找不到释放这种地价变动的载

体， 不能形成吐故纳新， 那么， 城市就会衰落。

二、 机制分析

现有的经济理论把结构转换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内在特征， [11] [12] 技术和需求的变化则是推动结构转换

的根本动力。 技术的变化会带来部门生产率水平的变化从而带来结构的变动， [13] [14] [15] 需求的变化会带来

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从而导致经济结构的变动。 [16] [17] 但是， 这些研究都没有把结构转换与经济空间结合

起来。 随着新经济地理和城市经济学的推进， 现在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 空间不仅仅意味着地理上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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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禀赋差异， 它同时还通过运输成本、 知识传播与交流等机制， 深刻地影响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 [18]

在所有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中， 城市是最为常见， 也是最为重要的， 可以成为现代经济的基本载

体。 本质上， 城市经济是一种集聚经济， 外部性收益是城市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原因。 [19] [20] 所谓外部

性， 是指一些人的经济活动会通过非市场交易的形式影响到其他人的成本收益。 对城市而言， 外部性收

益来自于三个方面： [21] 第一是分享 （sharing）。 在城市里， 生产者可以从更大的范围获得广泛的投入品供

给， 从而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 由于较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 这给高度专业化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商提供

了空间； 第二是匹配 （matching）。 在更大的市场范围里， 各种生产要素可以通过低成本的搜寻， 实现更

好的匹配。 比如说， 企业可以更好地选择所需要的投入品和特殊技能的劳动力， 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

在一个有众多企业的地方， 劳动力也更可能找到合适的雇主； 第三是学习 （learning）。 城市是一种高密

度的空间集聚， 可以加速知识的传播， 方便工人和企业家以及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相互学习。 通过这些

微观机制， 城市一方面卓有成效地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另一方面促进了知识扩散和人力资本积累，

为技术进步和新产业孵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 前者属于静态效率改善， 后者属

于动态效率改善。 [22] 对于长期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转换而言， 城市经济的动态效率尤有价值。 [23] 例如，

雅各布斯就认为， 人类历史上所有产业部门都是在城市中孵化出现的， 城市中各种领域知识相互交流碰

撞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源头。 [24]

城市经济外部性不仅仅意味着收益， 也意味着成本。 当众多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后， 企业和劳动者

在享受外部性收益的同时， 也必须忍受通勤成本上升、 土地价格上涨的拥挤成本。 如果城市空间是无限

的， 那么土地价格上涨可以通过城市边界对外扩张得以缓解。 在这种情况下， 城市地价仅仅影响到不同

产业部门在城市内部的区位分布， 那些运输成本大、 单位土地产出高的产业部门 （如大多数服务业部

门） 由于能够承受更高的地价， 往往选址在城市中心地区； 那些运输成本低、 单位土地产出低的产业部

门 （如大多数制造业部门） 通常选址在土地价格相对低廉的城市边缘。 [25] 但现实中的城市空间是有限的，

由于土地的不可再生性与不可流动性， 当大量资源为了追求外部性收益涌入城市， 整个城市的土地价格

持续上升， 迫使一些产业部门从现在的城市中迁出， 转移到土地价格相对低廉的地区。 这意味着， 随着

城市集聚程度上升， 城市内部的产业结构将会发生调整。 由于这种调整是以土地价格为传导机制驱动

的， 始终与城市的集聚水平和土地价格相适应， 可以称之为一种基于土地价格的适应性结构调整。

我们用一个两部门模型来说明城市集聚是如何通过土地价格变化引导城市产业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

的 （图 1）。 假设有一个由两大类产业部门组成的城市： 一个是已经发展相对成熟、 生产效率提升空间

有限的产业， 我们称其为成熟产业或产业 M； 另一个是新生或快速成长的产业。 根据雅各布斯 （Ja-
cobs）、 杜兰顿 （Duranton） 和普盖 （Puga） 等人的讨论， 在多样化的城市中， 不同行业知识的交流碰撞

总是在不断孕育着新的产业部门， [26] [27] 我们称其为新兴产业或产业 N。 M 和 N 的比例构成了不同时期的

城市产业结构。 同时， 由于我们假设这个城市产业结构是多样化的 （两大类产业部门）， 这暗示着我们

所研究的城市对象属于大城市。 [28]

合理假设在 M 和 N 产业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土地

利用效率上的差异。 这来自于大类产业部门中的不

同子行业特征， 以及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技术能

力差异， 总之是使得 2 个产业部门的单位土地产出

水平都表现出向下倾斜的特征。 在图 1 中， 我们分

别用 M1 和 N1 代表两个行业在初期阶段的单位土地

产出水平， 两者相交于 V1 点。 这个 V1 点就是在初

期阶段所形成的均衡， 此时城市中最低土地价格为

P1， 城市的产业结构为 S1。 如果土地价格低于 P1， 图 1 产业集聚引起的地价变动与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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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行业 M 和 N 会同时扩张， 使得 M 和 N 两者的比例大于 1， 这不符合我们事先对城市产业结构的设

定。 同理， 土地价格也不可能高于 P1， 因为那样会同时挤出产业 M 和产业 N， 使得 M 和 N 两者比例相

加小于 1。
当城市的集聚进一步增加后， 单位土地 GDP 的上升会产生 3 个结果。 首先是城市地价上升， 对 M

和 N 都产生挤出效应。 其次是在这两个产业部门中诱发要素替代效应， 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被投入以替

代土地的使用。 第三是同时提高了 2 个产业部门的外部性收益。 产业 M 由于已经发展成熟， 在多样化

的大城市环境下， 从集聚增加所获得的外部性收益相对有限。 而产业 N 依旧处于快速成长阶段， 本地市

场规模扩大、 更多的交流学习机会和更充足的中间品投入将进一步提升产业 N 的生产效率 （Glaeser,
1992； Henderson， 1995； Henderson, 1997; Duranton and Puga， 2001）。 [29] [30] [31] [32] 表现在图 1 中就是 N 和

M 的单位土地产出水平上升到 N2 和 M2， 但是 M2 上升的幅度更大。 城市的最低地价和产业结构在 V2
处形成均衡。 新均衡中的城市最低地价 P2 高于 P1， 产业结构为 S2， 新兴产业 N 的相对比重增加。

上述模型说明了城市土地价格上升引发产业结构适应性调整的机制： 城市的外部性收益会促进大量

资源流入， 由于新兴产业的发展机会多于传统产业， 大量的技术劳动力进入到新兴产业， 从而导致新兴

产业的发展快于传统产业。 随着高素质劳动力与技术资源的流入， 城市地价也不断上涨。 在这种条件

下， 一些盈利率相对较低的传统产业生存就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相当一部分传统产业因盈利补偿不了地

价上涨而率先被挤出。 由世界银行撰写的 《2009 年世界发展报告》 显示， 在法国的所有新公司中， 84%
创建于中等以上的城市， 美国大约 72%的公司是从城市地区搬迁到专业化经济的地区中。 日本的试验性

工厂在大城市， 而规模化生产集中在农村和中小城市。 公司从密度较低的地区 （工厂的人数为 499 人以

下） 迁往密度较高的地区 （工厂的人数为 10000—24999 人）， 生产资料的购买强度会提升 3％以上。 [33] 这

些事实都表明， 在因信息与知识溢出吸引资源向大城市集聚进而带动地价上涨的同时， 那些赢利较低、

占地较大的生产环节也从大城市转向周边地区。

三、 实证检验

（一） 数据来源

用中国城市的样本数据来检验我们的观点。 样本城市来自于全国 49 个地级或地级以上城市， 时间

跨度从 2000 年到 2009 年。 之所以选择这些城市， 是因为长期稳定、 适于比较分析的城市地价数据较难

获得， 而国土资源部发布了这 49 个城市自 2000 年以来的地价监测数据。 这 49 个城市中包括 4 个直辖

市、 25 个省会城市以及其他一些二线城市。 从区位上来看属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有 25 个， 其他 24 个

位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从城市规模来看， 有诸如北京、 上海、 重庆这样的几千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 也

有像海口这样人口刚过百万的中型城市。 国土资源部一共发布了综合地价、 商业地价、 居住地价和工业

地价四类价格， 我们关注的是综合性的地价影响， 所以选择用综合地价作为本研究的城市地价。 其他数

据基本来自于 2001—2010 年度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其中 2001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缺少人均

GDP 的统计， 我们从相关的地方经济年鉴中补齐。

①因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只提供了城市户籍人口数， 没有常住人口。 我们是用城市国民生产总值除以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 间接得到城市人口数。 从各地方经济年鉴能查到年末常住人口数， 和我们推算的结果略有差异， 但差异很小。

样本城市的人口规模结构
城市平均人口

<100 万 100~300 万 300~500 万 500~1000 万 >1000 万

2000 年 2 个 11 个 12 个 20 个 4 个 555.5 万

2009 年 0 个 11 个 8 个 24 个 6 个 687 万

表 1 样本城市的人口规模结构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常住人口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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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描述了样本城市的规模特征， 从 2000 年到 2009 年， 49 个样本城市普遍出现了城市规模扩大、

人均 GDP 水平上升和土地价格上涨的趋势， 但不同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却拉大了。 有些城市的服

务业相对比重上升， 另一些城市则是工业相对比重上升。 表 2 计算了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幅度 （用城市上

期服务业相对比重减下期服务业相对比重来表示） 与城市土地价格、 薪酬水平、 人均 GDP 以及人口规

模之间的相关系数。 从结果来看， 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这 4 个变量间都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二） 模型设定与检验

发展经济学认为，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随着需求结构以及要素相对价格变化， 产业结构也相应

出现变化。 当我们将城市因素考虑进来之后， 相比于其他生产要素， 土地是最不可流动的， 其价格变动

成为驱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动力。 根据之前的分析， 我们设定检验模型如下：

lnStrui,t=lnStrui,t-1+lnStrui,t-2+lnPi,t-1+lnSalaryi,t-1+lnPerGDPi,t+Controlvari,t+τt+μt+εi,j

模型的各个指标意义如下：

（1） 被解释变量 Strut 表示 t 期 i 城市的产业结构， 用服务业增加值对工业部门增加值相对比重表

示。 在回归中， 我们采用了对数处理， 用 lnstrui,t 表示， 以下变量也都同样处理， 不再作说明。

（2） Strui,t-1 和 Strui,t-2 分别是城市产业结构的一阶和二阶自回归滞后项。 这是因为城市的产业结构调

整不是瞬间完成的， 当期产业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期的产业结构。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观察， Yi,t 与

Yi,t-1 以及 Yi,t-2 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 0.96 和 0.92。 通过建立动态回归模型， 可以有效地控制由于路径依赖

产生的影响。

（3） Pi,t-1 代表滞后一期的城市土地价格， 是主要考察的解释变量。 根据之前的理论和模型分析， 地

价上涨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挤出效应方面。 与工业部门相比， 服务业对土地资源需求更

少， 更难以贸易。 所以我们预计随着城市地价上涨， 服务业部门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会逐步上升。 因为

地价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往往不是立即发生的， 所以我们在模型中主要使用地价的一阶滞后项进行检

验。 使用滞后项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有效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我们预计该项系数显著为正。

（4） Salaryi,t-1 代表滞后一起的城市工资水平。 产业结构调整是由要素相对价格以及需求结构变化推

动的。 根据经典理论， 劳动者报酬上升一方面会影响到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部门的配置， 导致产业结构变

化， 另一方面还会产生财富效应， 通过改变市场需求结构诱使产业结构做出相应调整。 和使用地价滞后

项一样， 我们在模型中也主要使用工资的滞后项进行检验。 我们预测该项系数显著为正。

（5） PerGDPi,t 代表 t 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以当期的城市人均 GDP 表示。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很大

程度上是由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34] 因此在不考虑其他影响条件时， 该系数应该显著为正。 但是正如

我们之前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最终是通过改变要素的相对价格来实现。 因此， 当我们

控制了土地和人员工资之后， 我们预计这项系数应该不显著。

除了以上几个主要的变量之外， 我们还必须加入一批反映城市特征的控制变量， 在方程 （8） 中我

们简写为 Controlvar， 具体包括：

（1） POPi,t-j 代表市区的人口数量， 用以控制城市的规模。 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文献中， 城市之间的

产业分工是与城市的规模等级联系在一起的。 人口越多的城市， 越可能存在着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和新兴

服务业相对比重变化值 地价 工资 人均 GDP 城市人口

服务业相对比重变化值 1

地价 0.1501 1

工资 0.2579 0.4334 1

人均 GDP 0.1545 0.3861 0.7751 1

城市人口 0.0937 0.2151 0.2021 0.0221 1

表 2 变量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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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部门， 而人口较少的城市， 通常会专业化于一些发展成熟的产业门类。 [35] [36]

（2） Landi,t 表示城市的土地面积。 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模型中， 城市的边界是由拥挤效应和外部性

收益权衡决定的， [37] 但现实中的城市边界往往是相对固定的。 将土地面积加入到模型中， 和人口变量一

起， 可以控制城市的人口密度和发展空间大小。

（3） Tradei,t 代表城市的对外贸易水平， 我们用一个城市的货运总量替代。 在城市年鉴中， 提供了用

吨表示的城市货运量， 包括铁路、 公路、 水路和航空货运。 可以合理认为， 城市货运量越大， 表示该城

市的交通体系越发达， 与外部贸易联系越密切。

（4） Disi 代表城市的区位特征， 通常用该城市到上海或香港的地理距离表示，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

映该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 该项数据用 google 地图功能获得。 这项数据没有加 ln 对数， 是因为上海到

本地的距离为零， 不能取对数值。

（5） dum1 和 dum2 反映该城市的政治地位。 在中国， 城市的政治地位对城市资源配置的影响非常

大。 [38] dum1 标示该城市是否属于直辖市， dum2 标示是否属于省会城市。

（6） 除了以上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还存在着 3 个扰动项， μi、 τt 以及 εi,t 分别代

表面板模型中的城市特征扰动项、 时间特征扰动项和一般扰动项。 其中， 时间特征扰动项我们用代表各

个年份的哑变量来进行控制。

（三） 结果讨论

我们采用由 Arellano 和 Bover 提出、 Blundell 和 Bond 改进的系统 GMM 方法来对模型进行估计。 [39]

[40] 这种方法要求对自回归的滞后项以及其他的内生变量选择工具变量， 通常的做法是用各个变量本身的

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通过比较用不同滞后阶段的工具变量做回归的 Sargan 检验结果， 我们发现使用滞

后二阶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的效果最好。 此外， 为了加强结果的稳健性， 6 个模型都采用了 robust 回

归。 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模型 1 是个预检验， 目的是在不控制土地和工资的情况下， 观察城市产业结构是否与经济发展阶段

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 结果证明确实存在。 从模型 2 开始， 我们将土地和工资放入到回归模型中，

模型 3 进一步增加了表示城市政治地位的 2 个控制变量。 在这几个模型中， 除了产业结构的滞后项之

外， 我们把诸如人均 GDP、 城市贸易量等其他变量都视为是外生的。 至于地价和工资， 考虑到它们对产

业结构变化的影响通常不是立刻发生的， 而是需要有一段延迟的时间， 所以我们选用了这两个变量的一

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 2 个回归模型都很好的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地价和工资都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

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换， 也通过了工具变量的 Sargan 检验和 AR （2） 检验。

以上回归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忽略了一些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影响。 现在中国许多城市都在积极谋

划上马各种大型的重化工业项目， 如钢铁、 石油、 汽车等， 这种大型工业项目一旦投产， 就会迅速拉动

当地的经济增长， 提高工人收入， 同时也会显著地加重工业部门在当地经济中的比重。 这个时候， 大型

工业项目作为外来冲击， 已同时影响到回归模型左边的产业结构和模型右边的人均GDP、 工资水平、 土

地价格等经济指标。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原来模型中将人均 GDP、 城市贸易量视为外生变量可

能就不太合适。 在模型 4 中， 我们将人均 GDP 和城市贸易同时作为内生变量， 选取变量自身的滞后二

阶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这时， 地价和工资对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依然显著。 与之前外生模型不

同， 人均 GDP 对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不再显著。 这个结论更加符合我们的预计， 因为在理论模型中，

经济发展推动结构调整是通过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实现的， 一旦我们足够准确地控制要素价格， 单纯的经

济增长应该不再影响到产业结构。 对工具变量的Sargan 检验值为 0.472， 也比前 3 个模型更加理想。

在模型 4 的基础上， 我们又尝试着用当期的工资替换掉滞后一期的工资， 用当期的地价替换掉滞后

一期的地价， 也加入到内生变量组中进行回归。 结果如模型 5 和模型 6 所示， 这时的检验结果只能支持

工资对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 而不再支持土地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 但是我们觉得模型 4 的结论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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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可信， 原因如前所言， 无论是工资还是地价， 当它们的价格发生变动之后， 发生相应的产业结构变

化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因此， 尽管模型 5 和模型 6 也都通过了工具变量 Sargan 检验， 但模型的设置并不

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现实。 相比之下， 模型 4 可能是比较合理的模型设定。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有

关城市地价上升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论断是可靠的。

我们的检验没有支持关于城市规模、 人口密度、 政治地位以及地理区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但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认为城市的产业结构与城市规模、 人口密度、 政治地位以及地理区位无关。 由于模

型设置中增加了两期的自回归项， 所以实际上考察的是产业结构的变动， 而不是产业结构本身。 在现实

中城市产业结构并不完全取决于地价与工资水平， 还往往取决于其特定的资源禀赋和政治地位。 如在我

们的样本中， 海口市只有 100 多万人口， 2009 年的人均 GDP 也仅仅为2.6 万元， 土地价格为 1319 元/平
方米， 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由于它拥有旅游资源， 因此城市的产业结构是明显以服务业为主导的，

服务业相对工业部门的比重高达 2.8。 所以， 我们并不是说土地价格决定了城市的产业结构， 而是说，

在已经形成的产业结构的基础上， 包括地价在内的要素价格变动会推动产业结构发生适应性调整。

四、 结论与建议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Lnstrut-1
1.344***
（5.63）

1.455***
（5.98）

1.439***
（5.84）

1.395***
（9.43）

1.201***
（9.06）

1.181***
（8.33）

Lnstrut-2
-0.309
（-1.24）

-0.432*
（-1.74）

-0.409
（-1.62）

-0.401**
（-2.95）

-0.186
（-1.32）

-0.179
（-1.23）

Lnpricet-1
0.011*
（1.84）

0.012**
（2.30）

0.025*
（1.90）

0.012
（0.55）

Lnpricet
0.013
（0.40）

Lnsalaryt-1
-0.026***
（-3.31）

-0.026***
（-3.30）

-0.020**
（-2.34）

Lnsalaryt
0.066**
（2.40）

0.066**
（2.27）

Lnpergdpt
0.032**
（2.03）

0.034**
（2.04）

0.032*
（1.93）

0.012
（0.26）

-0.006
（-0.08）

-0.011
（-0.29）

Lnpopt
0.016
（1.41）

0.016
（1.25）

0.015
（1.19）

0.016
（1.03）

0.001
（0.03）

0.004
（0.14）

Lnlandt
-0.005
（-0.54）

-0.005
（-0.86）

-0.004
（-0.63）

0.000
（0.02）

0.004
（0.26）

0.000
（0.01）

Lntradet
-0.014
（-1.19）

-0.016
（-1.20）

-0.015
（-1.15）

-0.038
（-1.62）

-0.018
（-0.78）

-0.022
（-0.64）

dis
0.000
（0.12）

0.000
（0.40）

0.000
（0.71）

0.000
（0.48）

0.000
（0.03）

0.000
（0.22）

dum1
-0.002
（-0.10）

0.028
（1.12）

0.008
（0.36）

0.015
（0.37）

dum2
-0.012
（-1.07）

-0.010
（-0.59）

-0.004
（-0.21）

-0.002
（-0.08）

_cons
-0.184
（-1.06）

-0.007
（-0.04）

0.015
（0.10）

0.220
（0.55）

-0.506
（-0.59）

-0.414
（-0.71）

AR （2） p 值 0.619 0.361 0.396 0.312 0.603 0.620

Sargan p 值 0.073 0.163 0.158 0.472 0.305 0.585

Hansen p 值 0.181 0.244 0.232 0.821 0.997 1.000

样本组 49 49 49 49 49 49

样本个数 490 490 490 490 490 490

注： 系数下方的括号内为 t 值， * 表示 p<0.1， ** 表示 p<0.05， *** 表示 p<0.01。

表 3 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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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了在城市空间规模有限情况下， 城市产业结构是如何与城市土地价格形成一种适应性调整

关系。 随着城市集聚水平不断上升， 地价开始同比例攀升， 城市中原有的工业部门由于占地面积大， 发

展空间小， 将在地价上涨的推动下逐步向地价更低的中小城市转移， 其腾出来的空间将被用来发展与高

地价相适应的用地密集型与外部规模收益显著的第三产业部门。 这种引发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与我们以

前所理解的依靠劳动力跨部门流动所形成的结构调整与产业转移机制是显著不同的。 通过对 49 个样本

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 现阶段中国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受到了土地价格上涨的驱动。

土地价格的适应性调整对于保持城市长久活力至关重要。 如果地价上涨了， 而产业结构并不能发生

适应性变动， 那么， 城市竞争力就会衰退。 按照这种逻辑， 中国目前许多城市执行的土地政策都是不利

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 一方面， 政府部门通过垄断土地供给的方法不断炒高商用土地价格， 另一方面又

人为压低工业用地价格进行招商， 这种对正常土地价格的扭曲势必反映到城市产业结构上， 削弱了传统

产业从城市中转出的动力。 因此， 要加快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 保持城市长期发展的活力， 就必须改

变目前这种扭曲价格的土地管理体制， 让土地价格充分发挥其调整产业结构的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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